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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基于区域异质性效应，结合 2009—2018 年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中央政府垂直型环境规制

为切入点，采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垂直型环境规制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垂直型

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U”型关系特征，跨过拐点后垂直型环境规制强度每增加 1%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

水平 0.225%；垂直型环境规制对我国中部地区、“非直辖市”省份、“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省份和“长江经济

带”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改善作用显著；垂直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影响创新、绿色和共享发展 3个子系统路径

发挥正向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采取 DMSP/OLS 夜间灯光数据替换被解释变量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研究结

论依然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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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推动“十四五”规划期间经济高质量发展，如期实现我国 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2060 年前

碳中和的长期目标，实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国梦”，中央政府必须制定行之有效的差异化环境规制政

策。目前大多学者将全要素生产率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代理变量[1]，围绕不同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区域异质性展开讨论[2]，但鲜有基于我国中央政府直接发起并监控执行的垂直型环境规制为切入点，展开垂直型环境规制对经济

高质量发展相关作用机制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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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以往研究，国内外关于环境规制的研究由来已久，但关于指标测定评价的研究方兴未艾。国内学者陈刚和鲁篱（1993）

提出环境污染法律规制的对比研究，标志着环境规制工具研究的开始，环境规制具体测度方法有指数合成法和单一指数法[3]。单

一环境规制指标主要以法律法规、环境政策条例、管理体系标准、环境税收、环境治理投资、单位产出排污比、三废排放量、

政府补贴、公众环境信访数等作为替代变量[4]；综合型指标主要运用投入产出法、DEA 模型以区域减排绩效、三废治理等综合指

数作为复合衡量指标[5]。从环境规制工具分类上，按照设计范围分为广义与狭义环境规制[6]；按照权威性分为正式与非正式环境

规制[7]；依据政策工具性质分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8]，具体手段包括行政管制、限期治理、制度标

准、排污许可、环境影响评价、排污收费、产权交易、税收收费、贷款优惠、补贴、抵押金返还、信息披露、舆论监督、公众

关注、环保责任意识等[9]；依据政策领域和调节机制分为经济、技术、社会、政治、国际等环境政策，主要利用市场经济、技术

政策、社会舆论、国际环保条约、国际政策宣言章程等环境政策工具[10]，通过成本、收益、效益最大化和国际政治地位等方式

影响国家、产业、企业和个人的行为或决策，以环境污染外部性的成本内部化方式，实现环境保护与协同治理
[10]
。 

关于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关系与作用机制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环境规制工具、时空尺度和研究对象的异

质性、作用方向差异性、直接间接效应、中介传导路径、门槛调节效应、协同复合叠加效应等方面展开，对于两者的关系众多

纷纭，没有统一定论。立足异质性视角，王群勇和陆凤芝（2018）认为环境规制促进经济增长质量存在区域异质性和门槛效应，

只有在合适环境规制强度区间才起到显著促进影响
[11]

。李强和王琰（2019）也证明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与

经济增长质量存在“U”型曲线关系[12]。涂正革等（2019）探究了高强度环境规制可以促进工业 SO2 减排和企业绩效提高，不同

企业个体体现了彼此异质性[13]。上官绪明和葛斌华（2020）探明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直接提升和协同效应，与大城

市相比对于小城市的提升作用更显著[14]。郭然和原毅军（2020）也验证了环境规制能够调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作用，且这种调节作用存在区域和行业的异质性[15]。从作用路径看，万光彩等（2019）指出环境规制对安徽省经济高质

量发展没有体现“创新补偿”效应，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产业转型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16]。范庆泉等（2020）采用 Shooting方法

明确了环境规制组合可以调节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
[17]

。张治栋和廖常文（2019）的研究发现，政府干预

视角下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U型”特征的阈值区间[18]。 

此外，环境规制政策能够通过产业结构、资源配置、技术创新、政府干预、能源消费、FDI 等中介桥梁作用显著促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19-20]。石华平和易敏利（2020）揭示了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提质增效、结构调整、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民生保障、对外

开放 6 个视角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21]。外国学者 Brunnermeier 和 Cohen(2003）通过比较研究 1983—1992 年 140 多家与制造有

关的行业，发现环境治理能够促进企业技术进步[22]，促进地区经济发展。Gray(1987）却发现波兰实施二氧化硫和氢氧化物的排

放限制政策显著抑制了经济增长[23]。Gollop 和 Roberts(1983）研究了美国 1973—1979年二氧化硫排放限制对 56家电力企业生

产率影响，结果得出环境规制导致电力产业每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0.59%[24]。Jorgenson 和 Wilcoxen(1990）提出环境规制导致

经济绩效下降 2.59%，尤其对化工、石油、黑色金属以及纸浆和造纸产业影响最大
[25]
。Cao 等（2020）认为 2002—2010 年长三

角地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且验证了技术创新、资源消耗的重要传导机制，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宝贵经验[26]。 

基于前人丰富的研究基础，本研究以中央政府垂直型环境规制为切入点，研究的主要问题为：我国垂直型环境规制如何测

度评价？垂直型环境规制是否能够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垂直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效应主要体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哪些维

度？垂直型环境规制作用机制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特征？立足 2008 年施行的“国控点”环境监测制度和 2003 年施行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制度，以其相关指标作为中央政府垂直型环境规制政策的综合表征指标，将环境规制从地方政府间平

行型市场竞争、地方分割治理和晋升竞标赛中剥离出来，通过构建“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

经济增长”6个子系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探讨垂直型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整体、区域以及分维度的作用机制，

破解垂直型环境规制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黑箱”，以期提出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针对性环境规制对策。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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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垂直型环境规制是否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于环境规制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学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为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起抑制作用，人类经济

生产活动引发的高额环境外部性治理成本，降低了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利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成本遵循”的倒退效应
[27]；第二种为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起促进作用，波特假说理论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抵消

环保治理的遵循成本，有利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帕累托改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创新补偿”的倒逼效应[28]；

第三种为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不确定性的非线性影响，两者存在“U”型或者倒“U”型的关系特征[29-30]。环境规制对

经济高质量发展“南辕北辙”的影响差异，原因在于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通过多要素、多途径、多机制产生的，既有

增加成本约束的损失效应，也有激励创新的收益效应，两种力量相互作用、此消彼长地进行叠加转化。 

本研究以中央政府垂直型环境规制为切入点，垂直型环境规制相比地方平行型的环境规制更具有权威性和直接性，主要运

用环境实时监测、技术标准、绩效标准、监控督察、环保税率和奖励处罚等多元化方式对相关企业和产业经济活动进行规制，

通过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结构、效率等方式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按照强波特假说理论，中央政府垂直型的直接强

制手段前期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一般具有短期的“遵循成本”抑制作用，形成环保目标约束考核的“标尺效应”[31]。企业面

对环境规制的环保目标约束，根据外部营商环境变化调整其“绿色化”发展战略，比如污染企业采取转移、降产、结构调整、

设备改造、环保升级等方式，加快了市场中各类低碳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促使清洁新能源产业的市场崛起，打通了产

业结构转型和优化升级的传导路径，长期呈现出对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挤出效应”“环境壁垒”“筛选效应”和“倒逼创新

效应”。垂直型环境规制执行越严格，清洁产业和高污染产业的产品利润、公众亲和度和政府扶持倾向性的差距就越明显，区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越显著。因此，垂直型环境规制影响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先抑后扬”的“U”型非线性特征。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1。 

H1：垂直型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之间具有“U”型曲线关系。 

（二）垂直型环境规制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异质性 

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地理条件、人均收入水平和区位优势等先天发展基础差异较大，各地环

境规制制度、市场配置效率、金融发展水平、地方规制政策条例、实施时间、执行监察力度等也不尽相同。在不同时空尺度上，

不同类型工具、差异强度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绩效、产业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影响均具有异质性。本研究垂直型环境规制指

标以 2008 年施行的“国控点”环境监测制度和 2003 年建设项目编制环保报告制度的相关指标进行综合测度。受到“摸着石头

过河”审慎稳妥的渐进式改革政策选择，“国控点”环境监测制度在各地执行时间、监测点数量、监测费用和落实执行程度也

存在差异，加之我国各地国土空间建设、经济发展阶段、自然条件禀赋、污染空间分布等各有不同，造成中央垂直型环境规制

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表现出显著的时空异质性特征。究其作用机制，中央政府主要通过垂直性的指导思想委托地方政府代理

省级区域进行分权式的属地管理，通过地区环保监察、环保约谈等形式监控各地环境政策执行情况。地方政府受到晋升竞标赛、

发展比较优势、政府治理能力、地理空间条件等因素影响，在方向、范围、时间、水平、微观个体等方面贯彻执行中央垂直型

环境规制政策各有差异。出于中央环保监察“风向”和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经过“两权相利取其重”地进行衡量取舍和灵活调

整优先次序，从而形成全国各区域垂直型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区域异质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H2：垂直型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的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 

（三）垂直型环境规制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前文表明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政府干预、能源消费等多个维度作用于经济发展。进一步扩展丰富

前人的探究，本研究构建了“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经济增长”6个子系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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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体系，认为垂直型环境规制能够分别作用于各个子系统的路径，进而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机理如图 1所示。 

 

图 1垂直型环境规制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部机理 

第一，扩展波特假说理论，适当的垂直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激励效应刺激企业进行研发创新，提质增效，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第二，由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环境规制强度高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导致东部地区较高强度的

环境规制成本约束，同时企业追求最大经济效益的资本驱动，推动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型产业进行空间转移、承接、

调整和重构。当环境规制的“污染光环效应”大于“污染天堂效应”时，产业空间“挪移”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市场竞争

效应”和“干中学效应”带给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相对先进的生产工艺、技术经验和专业知识，促进了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协调

发展。第三，垂直型环境规制作为社会公共环保性规制，具有先天的绿色发展政策导向。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垂直型环境规

制引发的绿色创新技术促进区域产业优化升级，通过减量化、循环化和资源化等手段促进环境清洁化、产业链科技化和产品绿

色生态化，推动了经济高质量绿色发展。第四，“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环境规制能够通过环境准入门槛和壁垒调节优选外资、

外贸和对外开放水平，中央政府垂直型环境规制通过提高市场准入门槛，能够引进更加偏生态环保的外资、产品、项目和产业，

通过动态调整市场准入规制促进经济高质量开放发展。第五，垂直型环境规制通过制约企业排污行为，改善产业链环保工艺和

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提高居民对美好环境向往的幸福感；垂直型环境规制也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带动提高就业水平

和发展红利再分配。因此，根据包容性增长理论，垂直型环境规制通过区域产业结构演进改善了人居环境、就业水平和收入分

配等，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共享发展。第六，依据经济韧性理论，垂直型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主要反映在经济规模

数量、增长率速度、结构配置效率、稳定性、潜力、韧性、风险和动力机制等方面，这些因素引发了经济高质量增长方式的质

变和蜕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3。 

H3：垂直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经济增长”的内部机理影响经济

高质量发展。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一）模型构建 

根据环境波特假说理论模型，引入垂直型环境规制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表征指标，引入垂直型环境规制二次方项检验垂直

型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否存在其他非线性关系。为此，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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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被解释变量HED 表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VER指垂直型环境规制，VER2为该指标的二次项，根据 VER 一次及二次方

项系数的正负符号表征两者关系。垂直型环境规制是由中央政府直接发起并监控执行的一种规制方式，本研究借鉴扩展沈坤荣

和周力（2020)
[32]

的垂直型环境规制测度方法，进一步用环境监测费用、环境空气国控监测点比例、建设项目编制环评报告比例

三个指标，通过熵权法综合计算垂直型环境规制指数，具体方法参考傅京燕和李丽莎（2010)[33]的研究。X表示其他控制变量集，

控制变量有技术创新水平（DTP）、产业结构升级（IS）、对外开放程度（OW）、城镇化率（UR）、人口规模（PS）、国内生产总值

（GDP），并对以上控制变量取对数消除异方差；i指各省级截面单位；t指年份；α0-α3是待估参数；ε为随机扰动项。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研究选取 2009—2018年我国 30个省份共计 10年的面板数据（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面板数据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

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各省统计公报、国家及各省统计局网站、

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 wind 数据库等，个别缺失数据进行了插值法、线性拟合进行计算整理补充。变量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1所列。 

表 1变量说明及指标设计 

类别 符号 变量名称 代表指标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HED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熵权法测度综合发展指数 0.372 0.188 0.107 1.140 

解释变量 VER 垂直型环境规制 

环境监测费用 

0.315 0.160 0.020 0.838 环境空气国控监测点比例 

建设项目编制环评报告比例 

控制变量 

lnDTP 技术创新水平 技术市场成交额/GDP -0.728 1.337 -3.982 2.794 

lnIS 产业结构升级 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 -0.006 0.395 -0.622 1.470 

lnOW 对外开放程度 外商直接投资/GDP 2.200 0.973 0.080 4.251 

lnUR 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比重 3.999 0.219 3.398 4.495 

lnPS 人口规模 年末常驻人口数量 8.190 0.734 6.323 9.337 

lnGDP 国内生产总值 按 2009 年不变价格计算 GDP 9.123 0.904 6.606 10.992 

 

（三）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 

目前大多学者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定义内涵、重大意义、逻辑机理、动力机制、评价框架、驱动因素、测度方法和实现

路径等方面进行了丰富探究
[34]
，但对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框架与构建体系未有明确、统一标准。学界研究主要立足新发展理念、

经济发展效率、五位一体布局、现代经济体系、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方面[35-36]，通过主成分、熵权法、德尔菲法、TOPSIS、物元

法等成熟方法，立足时空尺度进行多维度、多评价对象的深入探究[37-38]，包括经济发展、社会民生、生态环境、资源利用、政治

文化等多方面，以及各行各业、经济体系、区域、制度、文化、教育等评价单元或对象[39-41]。本研究结合“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立足宏观、中观和微观，将高质量发展体系细分为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

共享发展、经济增长 6大子系统。基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如图 2所示。 

通过面板数据的极差—熵权综合评价模型测算表征我国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首先对数据进行极差法的正向、负向

指标的标准化，然后对多个评价指标进行单独计算并总和加权得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2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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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9—2018 年中国“宏观—中观—微观”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表 2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衡量 方向 

创新 

发展子系统 

创新 

驱动 

发展 

人均专利授权数 国内三种专利授权数/总人口 正 

创新投入强度 R&D 经费投入强度 正 

资源 

配置 

高效 

能源配置效率 GDP/万吨标准煤 正 

资本配置效率 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正 

协调 

发展子系统 

区域 

均衡 

协调 

区域收入协调 
各省份人均 GDP/ 

全国人均 GDP 
正 

区域消费协调 
各省份居民消费水平/ 

全国平均消费水平 
正 

城乡收入协调 
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负 

城乡消费协调 
城市消费水平/ 

农村消费水平 
负 

绿色 

发展子系统 

生态 

文明 

建设 

森林覆盖率 森林覆盖率 正 

废水污染减排 废水排放总量/GDP 负 

废气污染减排 二氧化硫排放量/GDP 负 

废物污染减排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GDP 负 

开放 

发展子系统 

市场 

机制 

完善 

政府治理水平 政府消费比重 正 

资本市场化水平 金融业增加值/GDP 正 

公共 

服务 

优质 

服务业发展水平 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正 

数字基础水平 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 正 

共享 经济 收入福利水平 人均可支配收入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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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子系统 成果 

惠民 
消费福利水平 人均消费支出 正 

基础 

设施 

完善 

道路建设完善度 等级公路密度 正 

医疗设施完善度 人均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正 

经济 

增长子系统 

经济 

结构 

优化 

产业优化升级 产业高级化指数 正 

外贸开放度 进出口总额/GDP 正 

经济 

增长 

稳定 

社会失业率 城镇登记失业率 负 

经济波动率 GDP 增长率 正 

 

2009—2018 年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平稳提升，如图 3 所示。我国“四大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由高到低依次

排序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较高区域主要位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和“长江经济带”

省份，发展水平较低区域主要位于中部资源型省份和西北欠发达省份，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上存在“不协调不均衡”

的空间格局分布。2018 年 30 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创新和共享发展子系统的水平较高，协调发展的水平较低，见表 3所列。

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最高为北京（0.903），最低为云南（0.317）。6大子系统发展的空间分异明显，创新发展和经济增长的

区域空间差距最大，绿色发展和协调发展的区域空间差距相对较小。各子系统水平较高区域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较低区域主

要位于西部欠发达地区，形成明显的“冷热点”两极空间格局。 

 

图 3 2009—2018 年全国四大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表 3 2018年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子系统水平 

省份 
创新发展 

子系统 

协调发展 

子系统 

绿色发展 

子系统 

开放发展 

子系统 

共享发展 

子系统 

经济增长 

子系统 

综合 

指数 
次序 

北京 0.392 0.045 0.052 0.114 0.179 0.121 0.903 1 

天津 0.249 0.046 0.040 0.066 0.137 0.148 0.686 6 

河北 0.067 0.020 0.043 0.039 0.106 0.056 0.331 26 

山西 0.060 0.020 0.038 0.052 0.121 0.039 0.330 27 

内蒙古 0.055 0.025 0.040 0.044 0.150 0.053 0.367 22 

辽宁 0.140 0.025 0.049 0.054 0.125 0.072 0.46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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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0.125 0.021 0.052 0.038 0.102 0.070 0.408 17 

黑龙江 0.064 0.022 0.055 0.033 0.122 0.056 0.352 25 

上海 0.344 0.054 0.041 0.112 0.193 0.125 0.869 2 

江苏 0.310 0.046 0.044 0.059 0.178 0.073 0.710 5 

浙江 0.260 0.041 0.053 0.060 0.175 0.127 0.716 4 

安徽 0.132 0.019 0.046 0.040 0.109 0.069 0.415 14 

福建 0.161 0.034 0.059 0.057 0.142 0.075 0.528 8 

江西 0.131 0.021 0.059 0.041 0.106 0.051 0.409 16 

山东 0.139 0.032 0.043 0.041 0.131 0.078 0.464 11 

河南 0.115 0.020 0.043 0.030 0.116 0.067 0.391 21 

湖北 0.145 0.026 0.049 0.048 0.114 0.052 0.434 12 

湖南 0.120 0.021 0.053 0.036 0.109 0.057 0.396 20 

广东 0.311 0.032 0.056 0.054 0.151 0.115 0.719 3 

广西 0.076 0.017 0.054 0.048 0.098 0.070 0.363 23 

海南 0.061 0.022 0.056 0.059 0.125 0.290 0.613 7 

重庆 0.155 0.023 0.058 0.063 0.134 0.070 0.503 9 

四川 0.123 0.022 0.055 0.046 0.115 0.058 0.419 13 

贵州 0.068 0.014 0.045 0.108 0.112 0.058 0.405 18 

云南 0.054 0.013 0.054 0.031 0.110 0.055 0.317 30 

陕西 0.131 0.020 0.049 0.034 0.133 0.043 0.410 15 

甘肃 0.057 0.008 0.042 0.037 0.106 0.068 0.318 29 

青海 0.044 0.018 0.043 0.079 0.134 0.035 0.353 24 

宁夏 0.059 0.022 0.034 0.081 0.14 0.066 0.402 19 

新疆 0.038 0.017 0.040 0.038 0.141 0.054 0.328 28 

均值 0.140 0.026 0.048 0.055 0.130 0.079 0.477  

 

注：限于篇幅，仅报告了 2018 年各省份分维度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按照我国地理区域上“东部率先、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和西部大开发”的四大板块 1，分别进行垂直型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

量发展水平的整体和区域异质回归。模型 1 和模型 2 为整体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基准回归，通过 Hausman 检验和 R
2
值大小确

定采用时间和个体双重固定效应模型较为合适。模型 3-6 为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回归模型，结果见表 4 所列。

模型 1结果表明，我国垂直型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一次方系数为负（-0.131），二次方系数为正（0.225），分别在

1%和 5%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证明了我国垂直型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两者呈现“U”型曲线关系，短期内垂直型环

境规制强度每增加 1%，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降低 0.131%，跨过拐点后垂直型环境规制强度每增加 1%，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高

0.225%。这一结论验证了 H1。 

垂直型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在我国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一次项系数为负、二次项系数为正，但影响均

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垂直型环境规制指标受到区域经济政绩、监测指标、环境污染事件、机构重组等影响，存在空间区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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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非均衡性。我国中部垂直型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刚开始垂直型环境规制强度每增加

1%，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高 0.510%，跨过拐点后垂直型环境规制强度每增加 1%，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降低0.530%。原因在于

刚开始垂直型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改善了中部地区环境质量，后期继续加强可能对以煤炭为代表的资源型城市转型和经济持续

增长产生“阵痛”的不利影响，说明垂直型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这一结论验证了 H2。 

表 4垂直型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模型回归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FE 

（双重固定） 

RE 

（随机） 

东部 

（双重固定） 

中部 

（双重固定） 

西部 

（双重固定） 

东北 

（双重固定） 

VER 
-0.13*** 

(-2.83) 

-0.218** 

(-2.45) 

-0.047 

(-0.30) 

0.510** 

(2.40) 

-0.015 

(-0.17) 

-0.227 

(-1.34) 

VER2 
0.225** 

(2.45) 

0.240** 

(2.25) 

0.037 

(0.21) 

-0.530** 

(-2.23) 

0.013 

(0.11) 

0.328 

(0.169) 

lnDTP 
0.010* 

(1.81) 

0.015** 

(2.49) 

0.021 

(1.34) 

0.013 

(0.89) 

0.008 

(1.44) 

0.018 

(1.15) 

lnIS 
0.085*** 

(3.65) 

0.053** 

(2.27) 

0.058 

(0.65) 

0.050 

(1.03) 

-0.043 

(-1.56) 

0.075** 

(2.89) 

lnOW 
0.013* 

(1.67) 

0.022** 

(2.47) 

0.021 

(1.25) 

0.054* 

(1.82) 

0.021** 

(2.16) 

0.029 

(1.27) 

lnUR 
-0.520*** 

(-7.17) 

-0.110 

(-1.43) 

-0.937*** 

(-5.62) 

0.003 

(0.01) 

-0.102 

(-0.82) 

0.212 

(0.65) 

lnPS 
0.654*** 

(14.15) 

0.004 

(0.23) 

0.632*** 

(7.87) 

0.878** 

(2.39) 

0.488** 

(2.57) 

1.296 

(0.56) 

lnGDP 
0.575*** 

(16.94) 

0.213*** 

(5.94) 

0.672*** 

(9.24) 

0.137* 

(1.74) 

0.352*** 

(5.06) 

0.174*** 

(4.35) 

C 
-3.435*** 

(-8.83) 

0.513 

(1.54) 

-1.802** 

(-2.14) 

-7.474** 

(-2.39) 

-3.392** 

(-2.16) 

-11.358 

(-0.63) 

N 300 300 100 60 110 30 

R
2
 0.854 0.779 0.893 0.927 0.910 0.986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 t统计量。下同。 

对于控制变量，从系数正负值来看，技术创新水平（lnDTP）、产业结构升级（lnIS）、对外开放程度（lnOW）、人口规模（lnPS）

和国内生产总值（lnGDP）均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在不同区域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产业结构升

级在东北地区促进作用显著，对外开放在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人口规模对东北地区不显著，国内生产总量通过国内

循环市场的规模、韧性、回旋空间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均表现为显著促进作用。技术创新能够带来先进生产力变革，产业升级优

化了区域产业体系，对外开放引进大量外资和先进管理模式，人口规模提高了区域市场消费“大循环”的需求，形成需求牵引

供给，国内生产总值有助于提高经济韧性，这些因素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城镇化（lnUR）对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作用为负

值，受到城镇化集聚效应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不利影响，进一步拉大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从而降低了经济发展质量。另外，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产业结构升级（lnIS）可能在短期内造成产业供应链、分工链的“断裂”，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

负面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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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异质性分析 

按照我国省份是否属于“直辖市”“一带一路”2“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3
以及“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4
的

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布局，分别利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垂直型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区域实证分析，结果见表 5

所列。模型 1、模型 4表明“直辖市”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简称“一带”）省份垂直型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起抑制作

用。原因在于“直辖市”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坚决不走“牺牲环境换取眼前经济发展”的老路，垂直型环境规制

改善城市人居环境的同时，造成经济发展速度有所降低；“一带”省份位于西北内陆欠发达地区，垂直型环境规制对依赖于资

源能源型产业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负面影响。模型 2、模型 3 表明在“非直辖市”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

路”）省份垂直型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原因在于可能受到垂直型环境规制偏向“环境治

理”的“一票否决”作用，短期不利于经济持续平稳增长，长期来看垂直型环境规制通过倒逼提高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有利于

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垂直型环境对于“非直辖市”和“一路”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治理效果更明显。 

同样地，模型 5 和模型 6 结果表明垂直型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长江经济带”省份的作用系数相比“黄河

流域”省份更为显著，在“黄河流域”省份两者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但回归结果不显著；在“长江经济带”省份两者呈现

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短期内环境规制政策不利于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但长期会改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验证了垂直型

环境的强波特假说理论。因此，垂直型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可能由于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生态环境禀赋条件、政

府治理效率等因素存在差异，其强度在不同区域存在区间均衡点。以上结论再次验证了 H2。 

表 5垂直型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异质性回归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直辖市 

（双重固定） 

“非直辖市”省份 

（双重固定） 

“一路”省份 

（双重固定） 

“一带”省份 

（双重固定） 

“黄河流域”省份 

（双重固定） 

“长江经济带”省

份（双重固定） 

VER 
-0.258 -0.127* -0.147* -0.015 0.015 -0.173* 

(-0.50) (-1.97) (-1.96) (-0.15) (0.14) (-1.35) 

VER
2
 

-0.436 0.152** 0.144* -0.012 -0.007 0.183* 

(-0.50) (2.01) (1.84) (-0.10) (-0.05) (1.27) 

lnDTP 
0.089* 0.009* 0.007 0.011 0.008 0.012 

(2.05) (1.78) (0.48) (1.43) (1.10) (0.99) 

lnIS 
-0.238 -0.053** -0.009 -0.018 -0.043 -0.074 

(-1.71) (-2.57) (-0.12) (-0.57) (-1.31) (-1.56) 

lnOW 
0.149*** 0.01 0.023 0.028*** 0.007 0.022 

(2.86) (1.35) (1.31) (2.72) (0.60) (-1.35) 

lnUR 
-2.022*** -0.167** -0.674*** -0.373* -0.005 -0.639*** 

(-3.90) (-2.25) (-3.30) (-1.81) (-0.03) (-5.44) 

lnPS 
0.752** 0.485*** 0.654*** 0.441** 1.228*** 0.748** 

(2.09) (10.82) (7.65) (2.10) (3.89) (2.03) 

lnGDP 
0.801*** 0.419*** 0.649*** 0.448*** 0.226** 0.701*** 

(6.60) (11.72) (7.85) (4.32) (2.56) (9.65) 

C 
2.069* -3.358*** -3.05*** -2.038 -9.733*** -3.955 

(2.03) (-10.01) (-3.74) (-1.07) (-3.71) (-1.26) 

N 40 260 90 100 90 110 

R2 0.942 0.875 0.870 0.921 0.895 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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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用机制考察 

考察垂直型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 6 个子系统的影响机制，探究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机理的“黑箱”，结

果见表 6所列。基于环境规制的主效应分析，模型 1、模型 5表明垂直型环境规制与创新发展子系统、共享发展子系统呈现“U”

型曲线关系。虽然在短期内垂直型环境规制政策不利于区域创新水平、共享发展水平的发展，但从长期看跨过阈值后反而促进

了两者水平的提高，从而验证了波特假说理论。模型 2 表明垂直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一次项系数为负、二次

项系数为正，表明两者存在“U”型曲线关系，但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 3表明垂直型环境规制对经济绿色发展起到正向

显著促进作用，系数为 0.001(p<0.1），验证了垂直环境规制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42]。此外，模型 4 和模型 6 表明垂直型环境规

制对经济开放发展、经济增长水平回归系数为负值，但系数未通过检验。因此，根据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垂直型环境规制

主要通过作用于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 3个子系统“黑箱”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以上结论验证了 H3的部

分作用机制。 

表 6垂直型环境规制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子系统机理回归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创新发展子系统 协调发展子系统 绿色发展子系统 开放发展子系统 共享发展子系统 经济增长子系统 

VER 
-0.084** 

（-2.40） 

-0.004 

（-0.88） 

0.001* 

（2.37） 

-0.002 

（-0.19） 

-0.033** 

（-2.32） 

-0.014 

（-0.23） 

VER2 
0.095** 

（2.28） 

0.006 

（1.15） 

0.002** 

（2.51） 

-0.003 

（-0.23） 

0.041** 

（2.38） 

-0.002 

（-0.02） 

lnDTP 
0.005* 

（1.97） 

-0.001* 

（-1.67） 

0.001 

（0.90） 

0.001 

（1.06） 

-0.002* 

（-1.75） 

0.007 

（1.42） 

lnIS 
0.056*** 

（4.97） 

-0.004*** 

（-2.81） 

0.003*** 

（3.36） 

-0.002 

（-0.58） 

-0.013*** 

（-2.86） 

-0.004 

（-0.19） 

lnOW 
-0.004 

（-1.02） 

0.001 

（0.28） 

-0.001 

（-1.55） 

-0.002 

（-1.38） 

0.002 

（1.21） 

0.018*** 

（2.69） 

lnUR 
-0.254*** 

（-7.22） 

0.033*** 

（8.07） 

0.012*** 

（3.88） 

-0.035*** 

（-2.95） 

0.036** 

（2.49） 

-0.306*** 

（-5.06） 

lnPS 
0.256*** 

（11.43） 

0.006** 

（2.13） 

0.036*** 

（17.76） 

0.061*** 

（8.00） 

0.119*** 

（12.87） 

0.173*** 

（4.50） 

lnGDP 
0.214*** 

（12.96） 

0.002 

（1.02） 

0.034*** 

（22.79） 

0.060*** 

（10.72） 

0.118*** 

（17.34） 

0.143*** 

（5.05） 

C 
-1.146*** 

（-6.07） 

-0.157*** 

（-7.17） 

-0.333*** 

（-19.75） 

-0.371 

（-5.76） 

-1.133*** 

（-14.56） 

-.289 

（-0.89） 

N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R2 0.942 0.875 0.870 0.921 0.895 0.907 

 

探究控制变量的影响作用，根据作用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和正负方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技术创新水平、产业结构升级抑

制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共享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会提高区域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水平；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有助于区域经济快速

持续增长；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抑制了区域创新发展、对外开放发展水平的提高，但可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和共享发

展水平的改善；人口规模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均可以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6 个子系统的提升，原因在于人口数量、经济

规模凸显了“量的扩张引起质的蜕变”的正向规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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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稳健性检验 

借鉴廖祖君和王理（2019）的研究
[43]
，卫星遥感灯光数据可以作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代理变量。由于 1992—2013年和

2012—2018年的夜间灯光数据由不同遥感卫星传感器校准统计，本研究采用 2012—2018 年美国新一代极轨卫星搭载的可见光近

红外成像辐射传感器（NPP-VIIRS）解析、修正校准后的 DMSP/OLS 夜间灯光数据（灯光强度 DN值总和取对数值）替换经济高质

量发展水平[44]，从而对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模型 1、模型 4分别为双重固定效应和广义线性基准回归结果，模型 2、模型3为

我国中部地区、“非直辖市”省份的回归实证结果，回归结果均与前文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见表 7 所列。表 7 实证结果表明，

垂直型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U”型曲线关系，验证了本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表 7垂直型环境规制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夜间灯光数据）的模型回归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变量 
FE 

（双重固定） 

中部 

（双重固定） 

非直辖市 

（双重固定） 

GLS 

（双重固定） 

VER 
-0.116* 

（-1.97） 

0.093** 

（2.53） 

-0.142** 

（-2.29） 

-0.110** 

（-2.15） 

VER2 
0.179** 

（2.57） 

-0.350** 

（-2.63） 

0.190*** 

（2.63） 

0.140** 

（2.03） 

lnDTP 
0.003 

（0.75） 

0.031* 

（1.60） 

0.004 

（0.80） 

0.009** 

（1.97） 

lnIS 
0.011 

（0.50） 

0.008 

（0.13） 

0.026 

（1.10） 

0.060*** 

（2.99） 

lnOW 
0.011* 

（1.74） 

0.139*** 

（3.11） 

0.008 

（1.21） 

0.010 

（1.41） 

lnUR 
0.188** 

（2.52） 

0.569 

（1.43） 

0.345*** 

（3.48） 

-0.519*** 

（-6.77） 

lnPS 
0.715*** 

（4.47） 

1.938** 

（2.27） 

0.34* 

（1.66） 

0.496*** 

（2.63） 

lnGDP 
0.836*** 

（18.69） 

1.223*** 

（6.72） 

0.776*** 

（13.64） 

0.413** 

（2.46） 

C 
-2.02*** 

（-8.60） 

-18.335** 

（-2.61） 

11.55** 

（5.35） 

-24.862 

（-1.01） 

N 300 60 100 300 

R2 0.972 0.995 0.893 
Chi-square= 

6604.453 

 

注：限于篇幅，略去部分区域层面稳健性检验。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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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 2009—2018 年我国 30 个省份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垂直型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

究结果表明：(1)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区域空间上存在“不协调不均衡”的格局，东部沿海发达省份与“长江经济带”省份创

新发展、经济增长的空间发展相对差距较大，绿色发展、协调发展的空间发展相对差距较小，东西部地区各子系统形成了较为

明显的“冷热点”两极分化空间格局。(2)垂直型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U”型曲线关系，短期内垂直型环境规制强

度每增加 1%，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降低 0.131%，跨过拐点后垂直型环境规制强度每增加 1%，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高 0.225%，

借助 NPP-VIIRS 的 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进行被解释变量替换等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依然可靠。(3)考察我国地理区域板块、

重大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布局的区域作用异质性，垂直型环境规制对我国中部地区、“非直辖市”省份、“一路”省份和“长

江经济带”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改善作用更为显著，可能受到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生态环境禀赋条件、政府治理体制等因素

影响。(4)垂直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作用于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 3个子系统“黑箱”机制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

提升，厘清了波特假说理论的作用路径。(5)控制变量中技术创新、对外开放、人口规模、国内生产总值均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 

（二）建议 

依据以上结论，提出以下相关建议： 

(1）中央政府应该立足我国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结合经济发展阶段、生态环境禀赋条件、政府治理体系等因素，因地制宜

实施差异化的垂直型环境规制工具、方式和强度，提高产业环保政策准入门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加速倒

逼多维目标共赢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拐点到来。 

(2）转变垂直型环境规制的治理方式和手段，比如除环保约谈、督查之外结合税收税率减免、贷款优惠、环保补贴等市场

调控手段，健全中国分权制视角下的垂直环境规制治理体系。通过引导、鼓励地方企业、产业的创新投资和技术变革，转变和

改善垂直型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共享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机制。 

(3）立足“十四五”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阶段、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以及多维目标共

赢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理念，充分发挥技术创新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优化、人口规模、国内消费大市

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促进作用。 

(4）要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地理区位、战略布局等先天和后天的比较优势，规避、缩小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薄弱阻碍

因素，紧抓、放大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促进因素，释放垂直型环境规制的针对性多重政策红利，补弱项与锻长板“两

头并进”，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以垂直型环境规制的制度优势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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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的划分方法，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上海、

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 10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和湖南 6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

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和广西12个省份(样本中不包括西藏)；东北地区包括辽

宁、吉林和黑龙江 3个省份。 

2“一带一路”分别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前者主要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重

庆、四川、云南、广西 9个省份；后者主要包括广西、广东、福建、江苏、浙江、上海、天津、海南、山东、辽宁10个省份。 

3黄河流域自西向东分别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 9个省份。 

4长江经济带主要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 11个省份。 


